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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

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以中国 2007—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 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进

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

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 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

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　 企业避税　 税收规避　 管理费用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6-0097-16

　 　 一、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工具,广泛赋能实体行

业,驱动各行各业发展升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 》显示,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在 2021 年底已经达到 45. 5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为 39. 8%,稳居

世界第二,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1] 。 为了继续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

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独立成章,并指出要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为下一个五

年规划时期的目标任务之一。 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长期以来在全球制造业的利润分配中占

比偏低,高端制造业薄弱,因而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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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

实体企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目前的文献成果主要聚焦于探

讨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的潜在经济后果,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2-3] 、股票流动性[4] 、股价崩盘

风险[5] 、融资成本[6]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7-8] ,但尚未有文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

响,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税收规避是公司财务管理行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一直以来也是政府部门、学者颇为关注的领域
 [9-11] 。

在有关避税的定义上,《中国税务辞典》提出,避税是指纳税人以不违反税收制度为前提而减轻税收负担的

行为;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32 号令《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将避税定义为具有“以获取税收利益

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两项特征的

行为。 由此可知,企业避税是纳税人采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手段,以获得税收利益、尽量减轻或解除税收负

担为目的的一种主观行为。 综合以上特征,本文将企业避税定义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企业所有以

减轻或消除企业税负为目的的行为”,包括利用合法合规的税收优惠行为、利用税法漏洞的行为、税法允许

的税收规划行为等。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税收是重要的成本开支,按照法定的名义税率,对于多数公司而言

税前利润中所得税占比约为四分之一[12] 。 公司进行税收规避可以节约现金开支,提高净利润,因而企业有

较强的动机利用各种手段从事避税活动。 现实经济情形中,中国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与名义所得税率之间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3] 。 已有诸多学者研究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在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层面,

国内外学者从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和薪酬契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4-16] 。 结合数字化转型广泛应用的趋

势,将数字经济和实体企业的决策行为联系起来,探讨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是本文研究

关注的重点。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对税收规避行为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在进行数字化改革的过程

中,企业需要针对内部员工进行培训,同时需要从外部招聘相关的技术人员,以确保企业员工能够适应并熟

悉新的数字化内容。 与数字化相关的这一系列企业行为,毫无疑问地会给其带来额外的费用成本,降低企

业可支配的现金流[4,17] 。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鉴于企业避税存在着现金流效应———避税活动会直接影响企

业的税负现金流支出[18] ,为了增加企业内部的现金流,对冲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管理者会强化避税动机,从

事更多的税收规避行为。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4,8] ,

从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 避税活动具有隐蔽性和部分非合理性的特点,税收监管部门和资本市场利益相关

者的监督是减少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外部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19] 。 良好的信息环境能够降低内部管理者与外部监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带来监督质量的

提升,从而增加企业避税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减少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化转型究竟是

增加还是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文以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衡量指标,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目
前已有文献尚未涉及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影响,本文针对数字化转型导致的实体企业避税行为展开探讨,
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二,现有研究多从公司治理、薪酬设计、制度环境等角度

出发,探究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少有文献关注企业内部信息技术或信息战略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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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拓展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税收征管工作提供借鉴;第三,在全面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非常重要的新动能和着手点,但对于企业而言,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成本,
本文从企业税收的角度,为中国下一步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针对性政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 根据以往研究的界定[4,6,20]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为

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时代,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改造自身的生产流

程、商业模式、内部管控和组织文化,从而增强竞争优势、实现转型升级的过程。 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后果

这一角度展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并得到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 一方面,从企业价值的角度看,数
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6] 、提升企业绩效[21]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2] ,最终表现为企业价值水平的

提升。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改善信息环境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衍生出的结果

包括股票流动性提升[4] 、财务报告审计收费降低[8]以及股价崩盘风险降低[23] 。
上述文献论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可能带来的负向影响。 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聚焦制造业,考察了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对行业内企业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发现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够加速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提高企业

绩效,但在引入数字技术过程中也可能会引发管理失调,因此会增加管理费用、降低企业绩效[17] 。 中国非高

新技术制造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两者效应抵消导致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管理费用和劳动成本增加、隐性成本高昂,从而导致数字化没有显著提升企

业绩效,部分企业未能受益,这一结论已得到学者们的佐证[24-27] 。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有文献探究其与企业避税这一重要行为的关联。 关于企业

避税的影响因素,以往文献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宏观政策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这两大

方面。 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涉及法律规章、制度环境等,例如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6] 、税法执行效率[28] 、地方

政府核心官员变更[29] 等。 在企业微观层面,有关避税的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14] 、薪酬激励[15] 、管理层特

征[30]等角度入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避税动机和行为。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正在迅速地推进,相关的经济影响讨

论也较为丰富,但是忽略了公司避税这一重要的经济后果。 因此,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

便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 本文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潜在

的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用和成本,因而企业有动机去从事税收规避行为以增加内部

现金流、对冲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前中期,数字化转型改革重点在于

软硬件体系等前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会引发企业对于专门的技术人员的需求,同时还需要对现有

员工进行相应的管理培训以适应新系统与新流程,这些都会衍生出大量的管理费用和成本[17,31-32] 。 此外,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在软硬件与技术更新升级的同时,组织模式或商业模式也会经历变革,技术升级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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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匹配滞后,可能会引发管理失调,进一步导致管理成本的上升,使得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隐性成本被抬高[4,33] 。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期与成熟阶段,虽然经过初步建设后数字化软硬件

体系基本建成,但在后期推进数字化战略与数字化业务体系的过程中,仍需继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投入。
首先,硬件体系需要维护和更新,软件体系需要升级、二次开发并与其他系统数据集成打通,衍生出后续的

额外成本费用,并随着应用的深度与业务的拓展不断变化。 其次,运用软硬件体系、围绕数字化内容进行新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运营;打造数字化综合服务体系与数字化战略是长期的过程,会带来持续性的数字化

投入,并重塑企业的成本结构。 此外,部分数字化转型企业并未获得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27] ,成本劣势更

为突出。
企业面临着资源有限的约束,为了部分抵消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管理费用和成本增加,管理层在业绩

压力的驱使下,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增加可支配现金流,以达到优化绩效、追求盈利的目的。 税收支出是企

业利润中占有相当比例的支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冒险从事避税可以节约现金流支出,避税所带来的额外

现金流可以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去从事相关的经营或管理活动[18,30] 。 且相比于减少其他现金支出,避税

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因而出于利益的考虑,企业更有可能实施避税行为[34] 。 因此,在面临数字化转

型所造成的管理费用和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企业会强化避税动机,增加税收规避行为。
另一方面,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期与成熟阶段,伴随着软硬件体系数字化的初步完成,企业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得到缓解,信息透明度得到提升,进而避税成本与难度提升,从而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 企业在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逐渐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全面地应用到生产活动中,能
够将内部海量的非结构化信息转换成易读的标准化信息,使得信息在公司内部流通更加顺畅[8] ,为转型中

后期进一步的数字化战略、数字化业务体系建设提供助力。 透明性更高、流通性更强的信息能够还原企业

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帮助外部机构或监管者更加透明地了解企业的运转情况,打通信息隔阂,降低企业内

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35] 。 此外,这些被释放出的标准化、结构化的信息,更容易被外

界识别,驱动了分析师关注度和新闻媒体报道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4] 。 外部相

关机构的监督会使管理层避税更为困难,增加避税成本,从而使企业减少避税行为[19] 。 因此,由企业数字化

转型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会降低企业避税行为。
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管理费用增加的正向效应、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的负向效应这两个

路径对企业避税行为造成影响。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
假设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会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4) [13] 、陈德球等

(2016) [29]的数据处理方式,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因税前会计利润亏损而导致实际税率计算方式不适用

的样本;剔除实际税率小于 0 和大于 1 的样本;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剔除研究涉及变量缺失的样本。 按照

前述方式进行筛选后,最终得到 30
 

426 个观测值。 为避免个别极端值对最终实证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所

有的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所有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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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AR)和上市公司年报。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税收规避程度。 现有文献对税收规避的度量指标一般有两大类,第一类为企业

实际所得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第二类为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BTD)。 实际税率体

现的是企业所得税真实税负,能够反映企业暂时性和永久性的避税行为[36] ,且该数据更加受到企业自身和股

东的关注,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关联性更强。 因此,本文借鉴陈等人(Chen
 

et
 

al. ,2010) [37] 的研究,采用企业实际

所得税率(ETR)衡量企业避税程度,ETR 越大,代表企业所得税负越重,避税程度越低,具体计算方式为:ETR
 

=

(所得税费用 / 税前会计利润)×100。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 [4] 、赵宸宇等(2021) [22] 的做法,基于

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频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由于此类数据具有“右

偏”的特点,本文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加 1 取自然对数),从而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al)。 本文中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词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进行构建,详

细词库可参见吴非等(2021) [4]的文献。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避税 ETR 企业实际所得税率,计算方式为(所得税费用 / 税前会计利润) ×100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指标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对数化处理)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单位:百万元)

市账比 MTB 市值 / 账面价值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盈利能力 ROA 年末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投资收益 ROI 年末投资收益除以总资产

有形资本密集度 PPE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总资产

无形资本密集度 Intang 年末无形资产净值除以总资产

存货密集度 Inventory 年末存货净值除以总资产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借鉴刘行和叶康涛(2014) [13] 、吴非等(2021) [4] 的研究,
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ETR i,t = α +β1Digitali. t +β jControlsi,t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避税程度(ETR),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 参考吴联生

(2009) [38] 、刘行和叶康涛(2014) [13] 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市账比(MTB)、资
产负债率(Leverage)、盈利能力(ROA)、投资收益(ROI)、有形资本密集度(PPE)、无形资本密集度( Intang)
和存货密集度( Inventory)。 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 1。 回归模型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此外,本文对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以修正企业在不同年份之间的聚类相关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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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表 2 列出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中数据显示,ETR 的平均值为 18. 82,表明样本的平均实际所得

税率为 18. 82%,标准差为 13. 04,这说明样本企业的实际税率存在着较大差异。 Digital 的均值为 0. 93,标准

差为 1. 26,1 / 4 分位数为 0,这与吴非等(2021) [4]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大致相近,说明中国上市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有部分企业尚未开始数字化转型。 对于其余控制变量,本文的描述性统计总体上

与已有文献结果保持一致[13,30] 。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 4 分位数 中位数 3 / 4 分位数

ETR 30
 

426 18. 82 13. 04 11. 99 15. 90 24. 14

Digital 30
 

426 0. 93 1. 26 0. 00 0. 00 1. 61

Size 30
 

426 8. 29 1. 29 7. 34 8. 09 9. 02

MTB 30
 

426 3. 63 2. 80 1. 77 2. 79 4. 52

Leverage 30
 

426 0. 42 0. 20 0. 25 0. 41 0. 57

ROA 30
 

426 0. 05 0. 04 0. 02 0. 04 0. 07

ROI 30
 

426 0. 01 0. 01 0. 00 0. 00 0. 01

PPE 30
 

426 0. 21 0. 16 0. 09 0. 18 0. 30

Intang 30
 

426 0. 04 0. 05 0. 02 0. 03 0. 06

Inventory 30
 

426 0. 15 0. 14 0. 06 0. 11 0. 19

表 3 报告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 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Digital)与企

业避税(ETR)的相关系数为-0. 12,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即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避税程度增加,
这为后文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就控制变量而言,所有控制变量与 ETR 之间均显著相关。

表 3　 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ETR

(2)Digital -0. 12　

(3)Size 0. 14 0. 05

(4)MTB -0. 10 0. 09 -0. 39

(5)Leverage 0. 25 -0. 10 0. 52 -0. 13

(6)ROA -0. 27 0. 04 -0. 12 0. 31 -0. 42

(7)ROI -0. 05 0. 00 0. 04 0. 00 -0. 03 0. 11

(8)PPE 0. 03 -0. 27 0. 10 -0. 13 0. 09 -0. 09 -0. 10

(9) Intang 0. 05 -0. 07 0. 03 -0. 03 -0. 01 -0. 03 -0. 02 0. 09

(10) Inventory 0. 16 -0. 11 0. 12 -0. 05 0. 35 -0. 15 -0. 07 -0. 32 -0. 21

　 　 注:粗体数值表示相关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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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结果显示,在不控制相关控制变量时,Digital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列(2)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后,Digital 的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即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将导致有效所得税率降低,证实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

度,假设 1 成立,假设 2 不成立,这一结果为后文的讨论建立了基础。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ETR

(1) (2)

Digital -0. 310∗∗∗ -0. 366∗∗∗

( -2. 81) ( -3. 44)

Size 0. 359∗∗∗

(2. 78)

MTB 0. 056

(1. 01)

Leverage 4. 126∗∗∗

(4. 48)

ROA -72. 745∗∗∗

( -19. 37)

ROI -35. 206∗∗∗

( -4. 12)

PPE -1. 423

( -1. 47)

Intang 6. 914∗∗

(2. 46)

Inventory 4. 305∗∗∗

(3. 25)

常数项 19. 110∗∗∗ 17. 597∗∗∗

(115. 15) (17. 1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124 0. 191

观测值 30
 

426 30
 

426

　 　 注: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 括号内为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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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1. 变量衡量方法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改变了关键变量的衡量方法。 针对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刘行和叶

康涛(2014) [13] 、陈德球等(2016) [29]的研究,使用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的差额(Diff_Tax_Rate)来

衡量企业避税程度,更高的 Diff_Tax_Rate 表示企业实际承担税负较其按法规应承担税负更低,从而可认为

企业实施了更多的避税行为。 另外,本文还采用企业会计-税收差异(BTD)刻画企业的避税程度,具体计算

公式为:BTD= (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 / 期末总资产。 应纳税所得额 =当期所得税 / 名义税率。 名义

税率使用“CSMAR-公司研究系列-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中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即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

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更高的 BTD 数值关联着更大的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差异,从而代表企业存在着

更高程度的税收规避行为。
本文还对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进行了替换。 首先,借鉴何帆和刘红霞(2019) [21] 、聂兴凯等(2022) [39]的

研究,本文构建 0-1 虚拟变量(Digital_Dummy):若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了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其次,本文使用 Digital( No
 

log) 这一未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原始数值替换主回归模型中的

Digital。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在 1%或 5%的水平上

显著,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改变变量衡量方法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1) (2) (3) (4)

Digital 0. 325∗∗∗ 0. 014∗∗∗

(2. 89) (2. 67)

Digital_Dummy -0. 590∗∗∗

( -2. 72)

Digital(No
 

log) -0. 017∗∗

( -2. 1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268 0. 986 0. 191 0. 191

观测值 29
 

971 29
 

652 30
 

426 30
 

426

　 　 注:列(1)为Diff_Tax_Rate 的回归结果,列(2)为 BTD 的回归结果;列(3)、列(4)分别为 ETR 对Digital_Dummy 和Digital(No
 

log)的回归结果。

根据吴非等(2021) [4]的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包含不同特征的技术差异。 数字化转型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两个大的口径———底层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 其中,在底层技术口径下,本文以数字化转型的四种典型技术

(“ABCD”)为界,划分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数

据(Big
 

Data)四个指标。 在数字技术应用口径下,包括数字化应用(Tech
 

Application)这一指标,该指标包

含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在现实应用中所涉及的关键词。 为了对基准回归结果做更精细的分析,本文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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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则对数字化转型(Digital)这一指标进行分解,将其拆分为四大底层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进行稳健

性检验。 表 6 报告了这一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降维分解后的 5 个子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

负值,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区块链、大数据两项技术对于 ETR 的降低作用较为明显。 指标

拆分后的回归结果与本文的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程度提高这一研究结论

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口径分解

变量

ETR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区块链

(Blockchain)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大数据

(Big
 

Data)
数字化应用

(Tech
 

Application)

Digital(类型) -0. 783∗∗∗ -2. 636∗∗∗ -0. 763∗∗∗ -1. 068∗∗∗ -0. 256∗∗

( -4. 85) ( -3. 33) ( -6. 02) ( -3. 66) ( -2. 1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92 0. 191 0. 192 0. 191 0. 191

观测值 30
 

426 30
 

426 30
 

426 30
 

426 30
 

426

2. 内生性问题

第一,为了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特征可能导致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公司和时

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表 7 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系数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主检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第二,本文借鉴张永珅等(2021) [8]的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首先以

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将样本分为实验组(Digital_Dummy
 

=
 

1)、控制组(Digital_Dummy
 

=
 

0),然后选取公司

规模、市账比、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等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并使用分类评定(logit)模型计算

倾向得分,最后采取有放回的 1:1 最近邻匹配方式进行匹配。 匹配样本通过了 PSM 平衡性检验,即变量在

进行匹配之后,控制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 表 7 使用倾向

得分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层面的基本特征差异后,Digital_Dumm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第三,为了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

滞后效应,参考聂兴凯等(2022) [39]的做法,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进行回归。 表 7 被解释变量前置一

期的结果表明,Digital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

表 7　 稳健性检验:内生性问题

变量
ETR

公司固定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 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

Digital -0. 311∗∗∗ -0. 322∗∗∗

( -2. 79) (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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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ETR

公司固定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 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

Digital_Dummy -0. 581∗∗

( -2. 13)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R2 0. 362 0. 200 0. 131

观测值 30
 

426 27
 

674 27
 

296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分为正负两个效应:一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

业在软硬件体系建设、技术人员培训、后期系统维护更新与升级等多个方面的投入,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管

理费用与成本,从而使企业避税动机增强,避税行为增加;二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得到缓解,外部监管机构能够更加透明地了解公司运转情况,信息透明度提升,从而使企业避税

难度增加,避税成本上升,避税行为减少。 在实证分析部分,基准回归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即数字

化转型会显著提升企业避税程度,这一正向效应主要是由管理费用的提升所带来的。 因此,本文采用

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通过基于管理费用率、现金流情况的分组回归

进行佐证。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40]的做法,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数字化转

型比例对企业避税的直接影响,其次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管理费用率(Admin_Expenses)的

影响,最后检验中介变量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联合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变量传导具有一定的时

滞性,参考吴非等(2021) [4]的做法,本文采用下一期的管理费用率作为中介变量,并相应地选择下一期的企

业避税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缓解这一问题。 表 8 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Digital 和 Admin_
Expenses 的相关关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用和成本。 当同时控制

了 Digital 和 Admin_Expenses 以后,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Digital 的系数有了

一定程度的下降,索贝尔(Sobel)检验显示这一中介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Z 值为-4. 019)。 上述结果表

明,企业的管理费用在数字化增加企业避税程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讨论的主要路径进一

步得到验证。

表 8　 机制分析: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Digital -0. 322∗∗∗ 0. 002∗∗ -0. 301∗∗∗

( -3. 03) (2. 19) ( -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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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变量 (1) (2) (3)

Admin_Expenses -13. 337∗∗∗

( -6. 1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31 0. 356 0. 134

观测值 27
 

296 27
 

296 27
 

296

　 　 注:列(1)为 ETR 的回归结果,列(2)为 Admin_Expenses 的回归结果,列(3)为加入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管理费用的抬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31] 。 管理费用率较高的企业,在面临数字化转

型衍生出的大量管理成本的时候,会有更强的动机去从其他渠道获取补偿,包括税收规避行为。 因此,本文

预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提升作用在管理费用率较高的组别中更为显著。 其次,与外部融资约束不

同,现金流情况代表了企业内部的资源边界,经营现金流较为短缺的企业,可能存在着更高的对冲数字化转

型成本的需求,因此有着更强的避税动机。 本文基于管理费用率[41] 、经营活动现金流[42] 这两个指标,根据

年度中位数进行了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结果显示,在企业拥有较高的管理费用率、较低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的情况下,Digital 的回归系数更大,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在 5%或 10%的

水平上显著(瓦尔德检验,后同)。 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导致的管理费用上升、自由现金流减少,是企业

增强避税程度的重要驱动因素,有效地支持了本文结论的机制解释。

表 9　 机制分析:基于管理费用率、现金流的分组回归

变量
ETR

管理费用率高 管理费用率低 经营现金流低 经营现金流高

Digital -0. 463∗∗∗ -0. 283∗ -0. 484∗∗∗ -0. 205∗

( -3. 47) ( -1. 88) ( -3. 39) ( -1. 73)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84 0. 196 0. 189 0. 229

观测值 15
 

216 15
 

210 15
 

210 15
 

216

　 　 注:管理费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为 0. 056,经营现金流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为 0. 029。

　 　 (二)异质性检验

1. 治理环境

良好的治理环境可以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扎实的基础,降低组织管理失调的可能性,避免数字

化转型带来的收益被其衍生的管理成本所抵减。 同时,治理环境相对较差的企业,由于企业内部监管程序

不完善以及合法缴税意识不足,管理层具有更大的避税动机和操纵空间[43] 。 因此,本文预期治理环境的优

化会削弱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 借鉴王永培和晏维龙(2014) [44] 、周楷唐等(2017) [45]的做法,
本文采用企业规模大小和是否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治理环境水平的衡量方式,并根据企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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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年度中位数和是否聘请“四大”审计机构进行分组回归。
表 10 报告了基于治理环境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在企业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的

组别中,Digital 的回归系数更高,且组间系数差异在 5%或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公司治理环境较好的

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会被削弱。

表 10　 异质性检验:治理环境

变量
ETR

企业规模大 企业规模小 “四大”审计 非“四大”审计

Digital -0. 290∗ -0. 383∗∗∗ -0. 359 -0. 371∗∗∗

( -1. 90) ( -2. 68) ( -0. 77) ( -3. 3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213 0. 152 0. 269 0. 191

观测值 15
 

216 15
 

210 1
 

863 28
 

563

　 　 注:企业规模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为 0. 071。

2. 企业属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在不同产权属性或科技属性的企业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影响。 就产权属

性而言,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资源禀赋、治理机制等方面差异显著[46] 。 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和市场占有方面

往往具有一定优势地位,这类企业市场竞争压力较小,从自身角度来说,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不强[4] 。 相比之

下,非国有企业往往有较为严重的资源约束,自身资源难以支撑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长周期、高成本投入,同时还面

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因此,本文预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提升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目前国家对于高科技企业发展持鼓励支持态度,符合要求的高科技企业从 2008 年开始享受 15%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国家重点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从 2020 年起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
此高科技企业整体上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本文关于企业避税的定义,其避税程度更高。 进

一步地,就科技属性而言,相比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动力在于科技创新,数字技术的

转型创新是其关注的重点,这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更高,被数字化转型挤占的资源和投入成本

相对较多,因此进行避税活动的动机会更强[47] 。 基于这一事实,本文预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促进效

果在高科技企业组别中更为显著。
表 11 报告了基于企业属性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组别中,Digital 的

回归系数更高,且组间系数差异在 1%或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提升效应在不同

属性的企业中存在着差异。

表 11　 异质性检验:企业属性

变量
ETR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科技企业 非高科技企业

Digital 0. 082 -0. 411∗∗∗ -0. 397∗∗∗ -0. 248∗

(0. 24) ( -3. 74) ( -3. 69) ( -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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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ETR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科技企业 非高科技企业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226 0. 189 0. 163 0. 193

观测值 3
 

617 26
 

809 12
 

817 17
 

609

　 　 注:是否高科技企业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为 0. 089。

3. 企业生命周期

从成本的角度看,考虑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期会对研发管理投入有更高的要求,隐性成本高,且转型

初期推出产品服务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因此该阶段企业对税收成本变动更加敏感。 而从信息披露的角度

来看,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应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并不广泛,信息流通和公开程度有限,信息不对称问题

更加突出,企业避税成本和风险更低。 因此,综合投入产出特征和信息公开两大维度,相较于转型中后期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更有动机避税。 基于这一事实,本文预计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程度的提升效应在

数字化转型前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由于企业所处数字化转型阶段难以直接通过指标量化,所以本文根据投入产出模式特征,将企业数字

化转型阶段与企业生命周期相对应。 借鉴刘诗源等(2020) [48] 、夏常源等(2022) [49]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前期

对应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数字化转型中后期对应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对样本中的企业进行生命周期划

分,对比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两类样本的检验结果。
表 12 报告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Digital 的回归系

数更高,且组间系数差异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避税的促进效果在处于成

长期的企业组别中更为显著。

表 12　 异质性检验:企业生命周期

变量
ETR

成长期 成熟期

Digital -0. 466∗∗∗ -0. 246∗

( -4. 10) ( -1. 9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198 0. 196

观测值 14
 

620 15
 

806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为 0. 034。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传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动能,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首

要任务的关键一环。 本文基于企业避税的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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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

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且这一基本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进一步

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费用的渠道强化企业的避税动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的正

相关关系在管理费用率较高、现金流情况较差、公司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

组别中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在政府层面上,应当出台数字化转型专项

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负担,为企业转型保驾护航。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

长期战略,转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受资源边界约束的企业倾向于增加避税行为以对冲数字化

转型的成本。 目前,数字化转型投入作为研发费用投入,在中国税收政策中享受的优惠不断提升,从 50%加

计扣除到部分企业适用 100%的加计扣除,下一步应着眼推动数字化转型良性发展,继续提高政策支持与优

惠力度,实现降本增效、提质升级的目标。 此外,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如对规模较

小的企业、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要有所侧重。 第二,在企业层面上,应当认识到企业数字化转

型是一种系统的变革创新,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 企业应该采用系统性解决方案,结合企业的经营战略、投

融资决策等,推动企业全域数字化转型,停留在单一节点上的尝试不仅难以达到转型目标,甚至可能是无效

投入,损害到整体利益。 此外,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充分与实体经济和业务模式

相结合,真正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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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 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oadly
 

empowers
 

and
 

gives
 

new
 

momentum
 

to
 

the
 

real
 

econom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rporate
 

behavior.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real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elps
 

to
 

increase
 

corporate
 

value,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ever,
 

introducing
 

digital
 

technology
 

can
 

also
 

lead
 

to
 

management
 

dysfunctions,
 

thus
 

increas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reducing
 

corporate
 

performance.
 

Studie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focused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stock
 

price,
 

but
 

rarely
 

discusse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rporate
 

behavior.
 

On
 

the
 

one
 

h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creases
 

enterprises’
 

administrative
 

costs,
 

giving
 

the
 

incentive
 

to
 

engage
 

in
 

tax
 

avoidance
 

behaviors
 

to
 

increase
 

internal
 

cash
 

flow
 

and
 

hedge
 

against
 

rising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ater
 

and
 

mature
 

sta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ease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creases,
 

and
 

the
 

cost
 

and
 

difficulty
 

of
 

tax
 

avoidance
 

rises,
 

which
 

discourag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long
 

with
 

the
 

initial
 

digitaliza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systems.

Using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which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mo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rough
 

increas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which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worse-governed,
 

non-state-owned,
 

high-tech,
 

and
 

growth-stag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ands
 

the
 

discussion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riches
 

the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ax
 

regula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roduce
 

special
 

tax
 

incentiv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On
 

the
 

contrary,
 

enterprises
 

should
 

adopt
 

systematic
 

solutions
 

that
 

combine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ecision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by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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